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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个性化定价的反垄断法立场与分析路径

焦海涛*

内容提要:作为数字市场中的一种特殊定价方式,算法个性化定价常被具体化为大数据 “杀熟”

而受到质疑,并被倾向于认定为反垄断法中的价格歧视。算法个性化定价其实具有非常模糊的经

济效果:商家可能因压榨了更多的消费者剩余而获得更高利润,但支付意愿低的消费者也可能因

此以可承受的价格购买到想要的产品。算法个性化定价由此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以及消费者内部

产生了分配效应,并同时可能有助于产出扩张。如果反垄断法以社会总福利 (或消费者福利)为

最终目标,就不宜一揽子禁止算法个性化定价,而应结合市场结构、整体经济效果逐案分析。算

法个性化定价在两种情况下可能构成垄断行为:如果对支付意愿高的消费者产生了明显的剥削效

应,可能构成价格歧视或超高定价;如果对上下游市场产生了明显的排他效果,可能构成排他性

滥用。反垄断法只能解决部分算法个性化定价问题,全面保护消费者利益还需要消费者权益保护

规则的适用,尤其是其中的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并加强对商家算法使用行为的监管,确保算法

个性化定价的透明度和消费者的退出权。

关键词:算法个性化定价 大数据 “杀熟” 价格歧视 超高定价 算法治理

随着算法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逐渐使用,消费者在普遍感受到消费便利、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存

在公平性担忧,特别是定价式算法所引发的大数据 “杀熟”问题,屡被新闻报道甚至引发诉讼,

相关法规或政府文件也多次点名大数据 “杀熟”。例如,文化和旅游部制定、2020年10月1日实

施的 《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第15条规定:“在线旅游经营者不得滥用大数据分析等

技术手段,基于旅游者消费记录、旅游偏好等设置不公平的交易条件,侵犯旅游者合法权益。”

2024年3月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实施条例》)第9条第2款也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商品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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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大数据 “杀熟”行为不仅引发了消费者

权益保护的担忧,也进入了反垄断法的视野。2023年修订后的 《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

定》在规定价格歧视时就指出 “交易中依法获取的交易相对人的交易数据、个体偏好、消费习惯

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不影响认定交易相对人条件相同”,言下之意是,商家基于不同消费者的偏好

和习惯差异而设置不同价格的,有可能被认定为违法的价格歧视。

大数据 “杀熟”这个词,本身就充满了贬义色彩。与大数据 “杀熟”相关的一个中性概念是

算法个性化定价。对大数据 “杀熟”的不满,也引发了人们对算法个性化定价的质疑。算法个性

化定价的治理逐渐在多个法上被分析,并进入反垄断法的视野,且主要在价格歧视的框架下被考

虑。由此引发了如下一系列问题:商家实施算法个性化定价,会带来哪些经济效果,是否与反垄

断法追求的社会总福利 (或消费者福利)目标相悖;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实施算法个性化

定价的,是否当然构成垄断行为以及可能构成哪种垄断行为;反垄断法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能够

解决算法个性化定价带来的问题。

一、算法个性化定价的整体经济效果

(一)算法个性化定价的基本表现

个性化定价是指商家基于消费者的个人特征和行为表现对消费者进行定价的行为。不同消费

者由于 “个性”不同,被收取的价格就不同,所以,个性化定价常被视为价格歧视的一种表现。

在个性化定价下,商家将客户细分为小群体或个人,向每个群体或个人收取接近其支付意愿的价

格。商家采用个性化定价的,未必是针对每个个人制定不一样的价格,也可能是针对一小群人制

定一个统一价格,即进行小组定价。

在当前的线上场景中,个性化定价都是依赖算法的。从理论上看,在算法的加持下,个性化

定价可能导致商家收取的价格无限接近于消费者内心的最大支付意愿 (保留价格)。这意味着算

法个性化定价可能是价格歧视的一个特例,即接近于经济学上的一级价格歧视。经济学上通常用

“消费者剩余”———消费者最大支付意愿与实际购买价格的差额,来评价消费者福利大小。一级

价格歧视就是商家按照每个消费者的最大支付意愿定价,结果是消费者剩余均接近于零。这正是

算法个性化定价在反垄断法上和消费者法上饱受批评的最重要原因。

当然,将算法个性化定价理解为一级价格歧视只是一种倾向性表述,因为即便借助算法和大

数据,商家也只能大致推测出 (而不可能真正了解)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且实践中商家通常不会

直接按照消费者的最大支付意愿来定价,而是会将价格个性化为略低于消费者支付意愿,以确保

消费者会购买。例如,当消费者的最大支付意愿是10元时,如果商家定价也是10元,则对消费

者来说就是可买可不买,这时,精明的商家会将价格设定为10元以下但接近于10元,如9.5元

或9元,以确保消费者大概率会购买。所以,即便是非常完美的算法个性化定价,通常也只是接

近于一级价格歧视,这时仍然有少部分的消费者剩余存在。

(二)算法个性化定价的福利分配效应

评价算法个性化定价的影响及其在反垄断法上的性质,需要区分反垄断法上的社会总福利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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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和消费者福利标准,也需要区分特定消费者与整体消费者。

算法个性化定价可能不会影响 (甚至还会增加)社会总福利,但剥夺了消费者福利,而商家

福利由此增加了。对特定消费者来说,因为价格是个性化的,可能付出了较高价格,但算法个性

化定价整体上也可能有利于其他消费者。也就是说,算法个性化定价存在典型的福利分配效应:

一是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实现了福利分配,主要是消费者福利转移给了商家;二是在消费者内部

也实现了福利分配,即部分消费者福利转移给了另一部分消费者。

1.商家和消费者间的福利分配

从经济学角度看,以消费者最大支付意愿为基础的算法个性化定价,几乎消除了消费者剩

余,也就造成了消费者福利损失。而减少的消费者剩余,都转化为商家的剩余。这就是算法个性

化定价所产生的侵占效应 (theappropriationeffect)。〔1〕在个性化定价下,消费者从交易中获得

的净收益非常小,如果是接近于一级价格歧视,那么算法个性化定价有可能剥夺了消费者从交易

中产生的全部剩余。

通过将价格提高至接近消费者支付意愿的程度,算法个性化定价让交易对消费者来说变得几

乎无意义。因为商家向消费者收取的价格如此之高,以至于从福利角度看,消费者就相当于没有

购买该产品一样。例如,如果消费者愿意为一瓶饮料支付的最大金额是5元,而某个企业生产一

瓶饮料的成本是2元,那么与消费者交易的总收益是3元。如果该企业将价格个性化为4.8元,

则该企业几乎获得了整个交易收益,即2.8元,消费者从中获得的收益只有0.2元。相比之下,

如果该企业不清楚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则可能以2.2元的价格出售饮料,这是一个企业会生产和

销售饮料的价格,因为它提供了0.2元的利润,而消费者将从该交易中获得2.8元的净收益。这

时,消费者将几乎获得所有的交易收益。可见,算法个性化定价改变了社会总福利的分配格局,

确保商家几乎获得了整个交易的收益作为利润,并将消费者剩余压榨至接近于零。

在没有算法个性化定价的情况下,商家最多只能收取基于群体而不是个性化的价格,基于群

体的价格总会让一些消费者获得收益,因为该价格对群体的所有成员是相同的。假设市场上某类

产品的潜在消费者,支付意愿有6、7、8、9、10元之分,在不清楚每个消费者具体支付意愿的

情况下,商家的定价很可能选择8。这时,除非商家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刚好是10元———这主要是

指支付意愿是10元的消费者数量众多,以至于商家放弃支付意愿10元以下的所有消费者,也能够

获得最大化利润———否则,商家设定的统一价格必然低于10元,例如8元。这种情况下,支付意

愿刚好是8元的消费者没有获得消费者剩余,而那些购买了商品的其他消费者享受了收益。一旦商

家转向算法个性化定价,所有消费者在基于群体定价下享有的消费者剩余几乎都消失了。

2.消费者内部的福利分配

算法个性化定价也会在消费者内部形成福利分配效应。在没有个性化定价时,商家对所有消费

者收取一个统一价格,因此,支付意愿高的消费者获得了更多的福利,而支付意愿低的消费者获得

的福利较少,甚至不会再购买该商品。而在个性化定价下,商家向大多消费者收取接近其支付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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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但这个价格对支付意愿较高的消费者不利,而对支付意愿较低的消费者有利。假设市场上

有A、B、C、D、E五类消费者,就某商品而言,其支付意愿分别是10、9、8、7、6元。如果商家

将价格统一设定为8元,则A、B两类消费者从中获益,C是否购买商品具有不确定性,D、E不会

再购买商品。如果商家实行个性化定价,对A、B、C、D、E分别收取9.5、8.5、7.5、6.5、5.5
元,则所有人都购买到了想要的商品。不过很显然,统一定价模式下A、B的福利,在算法个性化

定价下基本丧失或大幅下降了,而D、E却因此获得了好处,这种好处,正是以A、B的福利损失

为代价的。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算法个性化定价通常将福利从支付意愿高的消费者 (他们被

收取更高的价格),转移到支付意愿低的消费者 (他们从较低的价格中受益)。

消费者内部的福利分配效应,尽管对部分消费者不利,但从消费者整体角度看可能是好事。一

方面,算法个性化定价可以让更在意价格 (有预算意识,可能也是经济能力有限)的 “精明消费

者”也能以自己可承受的价格买到想要的商品,这实际上增加了消费者福利。因为没有依赖于个人

数据的个性化定价的话,商家的定价通常高于这部分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因此也就不会发生交易,

自然没有消费者福利。从这个角度看,算法个性化定价虽然促成了不同类别消费者之间的福利再分

配,但事实上也增加了商品对更多消费者的可负担性。在现代文明国家,对经济能力弱势消费者的

关照,还具有经济好处之外的价值。另一方面,即便算法个性化定价使得 “精明消费者”也几乎支

付了接近支付意愿的价格 (因此消费者福利并不多),但这些消费者在市场上也有足够的选择机会,

并能以可接受的价格买到东西,这本身就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是对消费者选择权的保护。

其实,这种福利分配效应并非只是惠及部分消费者,从社会整体角度看也有益处。因为算法

个性化定价可以让企业将产品销售给更多的消费者,包括那些在统一价格下无法负担产品而被忽

视或排除在市场之外的 “精明消费者”,这就相当于创造了市场扩张效应 (themarketexpansion
effect),〔2〕使得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出来并顺利销售出去。在反垄断法上,产出的增加,本身就是

经济效率的体现。如果说产出扩张效应只是一种静态效率,算法个性化定价有时还会促进动态效

率,即可能激励企业创新和差异化产品,因为企业可以确保任何创新出来的产品,都能以个性化的

价格销售出去。而且通常情况下,企业产品越有特性,也就越不会面临来自竞争对手的竞争约束。

当然,算法个性化定价的上述好处,只是商家压榨消费者福利的副产品。算法个性化定价的

目的几乎都是尽可能多地获得消费者剩余,商家不大可能为了让更多经济能力有限的消费者购买

到商品而对其收取较低价格。通常只是因为这些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低,如果收取高价,交易就不

会完成,而交易才能真正为商家带来利润。商家也不会无视自己的成本而对这些消费者收取低

价,一旦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低于商家的边际成本,商家无论如何也不会考虑这些消费者的承受能

力而将价格降至成本以下。

二、算法个性化定价的反垄断法立场

从表面看,算法个性化定价可能符合价格歧视的形式要件,尤其当算法个性化定价被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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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数据 “杀熟”时,否定性评价基本占据主流。我国实践中也发生过原告以反垄断法为依据指

控个性化定价的司法案件,如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11月判决的李某某诉滴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案 (以下简称 “滴滴案”)。〔3〕不过,我国反垄断法学界对算法个性化定价的反垄断法立场和行

为性质,也存在较大争议。〔4〕而在国外反垄断法学界,更普遍观点是,反垄断法不是规制算法

个性化定价的最优路径。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分析在反垄

断法实施中处于重要地位,而算法个性化定价的经济效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学文献已

充分证明,虽然算法个性化定价无论如何都不会损害生产者剩余,但社会总福利和消费者剩余可

能同时增加、同时减少,或者分别增加或减少。〔5〕特别是由于算法个性化定价同时具有侵占效

应和市场扩张效应,而两者孰大孰小取决于实践中的消费者需求和市场结构状况,如果后者大于

前者,则算法个性化定价会增加总消费者剩余。也就是说,鉴于算法个性化定价的整体经济效

果,全面禁止这种行为看似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结果上可能会降低市场运行效率 (主要是减少产

出),并意外地损害部分消费者 (即支付意愿低的消费者)。

另外,关于反垄断法的经济目标,芝加哥学派与后芝加哥学派也存在分歧,前者更多关注社

会总福利 (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总和),后者则更看重消费者福利 (特别是不能容忍消费者

福利转移给生产者)。如果更看重社会总福利标准,算法个性化定价很大程度上是无害的。不过,

后芝加哥学派的主张在现代反垄断法中越发占据主流地位,因此,消费者福利而不是总福利,有可

能被视为对反垄断法更加重要。在这种立场下,以社会总福利的增加来支持个性化定价的主张就难

以被接受,因为算法个性化定价无论如何扩大总剩余,其在结果上都会导致消费者剩余流向企业。

基于上述情况,事先禁止数字市场中的算法个性化定价未必合适,反垄断法规制算法个性化

定价更需要坚持个案立场,〔6〕且不宜由反垄断法来解决所有的算法个性化定价问题。

第一,反垄断执法机构对算法个性化定价的认定和分析需要坚持整体立场。在我国,反垄断

执法是公共活动,执法机构需要考虑整体消费者利益而非站在个别消费者的立场上。不论何种情

形下,算法个性化定价都会损害部分消费者利益,但整体消费者利益是否受损则具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市场扩张效应可能会覆盖部分消费者损失,部分消费者受益也可能会抵消其他消费者的

损失。因此,不能因为有个别或少部分消费者受损了,就认定算法个性化定价涉嫌垄断。虽然消

费者福利可以看作反垄断法的最终目标,但反垄断法上的消费者福利是整体福利,即相关市场上

消费者福利的总和。现代反垄断法也许难以容忍算法个性化定价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造成不公平

的福利分配效应,但消费者内部的福利分配,不能成为反垄断法介入的充分理由,这更多涉及消

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主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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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2024)最高法知民终452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王先林、曹汇:《数字平台个性化定价的反垄断规制》,载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

期;喻玲:《算法消费者价格歧视反垄断法属性的误读及辨明》,载 《法学》2020年第9期;许光耀:《大数据杀熟行为的反垄

断法调整方法》,载 《政治与法律》2024年第4期。
SeeDirkBergemann,BenjaminBrooks& StephenMorris,TheLimitsofPriceDiscrimination,105American

EconomicReview921,952 953(2015).
SeeMarcBourreau,AlexandredeStreel& IngeGraef,Big Dataand Competition Policy:MarketPower,

PersonalisedPricingandAdvertising,availableathttps://cerre.eu/publications/big-data-and-competition-policy,p.47,last
visitedonJul.2,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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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些算法个性化定价也可以被市场机制抵销,反垄断法不必过早地贸然介入。总体来

说,算法个性化定价在当前的商业实践中并未普遍实施,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运用的挑战以及实

际市场的复杂性。〔7〕而且,不论经济效果如何,算法个性化定价很难被消费者喜欢。如果消费

者发现其为产品支付的价格比他人 (特别是身边的朋友)高,那么其再次从同一商家购买产品的

可能性就会很小。消费者未必会在意多支付的几元、几十元,可一旦发现自己被歧视了,情感上

难以接受。消费者抵制算法个性化定价,更多也是一种情感上的抵制。对商家而言,这是市场机

制自带的惩罚效果。消费者对算法个性化定价的不认同感,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商家这么做。事实

也证明,一旦算法个性化定价被曝光,商家通常会迅速声称系统错误或仅仅是试用,并宣布完全

停止这种做法。〔8〕正如有学者所言,尽管算法个性化定价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企业通常不采

取这种策略,因为存在较大的损害其品牌声誉和失去消费者信任的风险。〔9〕

第三,在反垄断法上,算法个性化定价有可能被认定为一种价格歧视,而传统价格歧视的实

现条件在算法个性化定价中发生了变化,这使得反垄断法只能解决部分算法个性化定价问题。传

统经济学文献认为,只有满足三个累积条件时,企业才可以实施有效的价格歧视策略:具有一定

的市场力量 (确保被歧视的消费者不会转移);可以估计消费者的保留价格 (从而可以相应地调

整价格);可以防止套利 (确保被收取低价的消费者不会向被收取高价的消费者转卖)。但在数字

经济中,借助数据和算法,即便是非垄断性的企业,也有可能实施个性化定价,这使得运用反垄

断法来规制算法个性化定价必然有所遗漏。一方面,除了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基本个人信

息外,在线平台及商家还能轻易通过分析消费者的其他信息如地理位置、过去的购买记录、之

前访问的网站以及搜索查询内容等,掌握消费者的购买倾向和支付意愿;另一方面,平台和商

家还可以依靠收集 (及购买)的信息,通过提供特别折扣或购买条件 (如赠品、免运费、特定

的支付方式)等,来 “说服”消费者购买某个产品,商家的 “说服”策略在数字场景下很容易

成功,而这些特别折扣和购买条件未必提供给其他消费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价格歧视主

要依靠市场力量维持,而算法个性化定价下,“数据权力”(datapower)具有了市场力量的同

等作用。作为一种控制和使用数据的能力,数据权力与传统的市场力量不同,它使得小型企业

也能通过掌握消费者的详细数据来实施个性化定价,从而在没有显著市场力量的情况下获取更

多消费者剩余。〔10〕

第四,反垄断法将市场力量作为介入价格歧视的前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学者对反垄断法

将价格歧视的主体限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提出批评,认为 “在数字经济时代,行为主体

无须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也能实施算法价格歧视行为”,因此,“《反垄断法》中针对算法价格歧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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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SeeAxelGautier,AshwinIttoo&PieterVanCleynenbreugel,AIAlgorithms,PriceDiscriminationandCollusion:a
Technological,EconomicandLegalPerspective,50EuropeanJournalofLawandEconomics405,410,420(2020).

SeePascaleChapdelaine,AlgorithmicPersonalizedPricing,17NewYorkUniversityJournalofLawandBusiness1,
19(2020).

SeeAndreasLeibbrandt,BehavioralConstraintsonPricing:ExperimentalEvidenceonPriceDiscriminationand
CustomerAntagonism,pp.18 21,availableat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14292119301552,last
visitedonJul.2,2025.

SeeNogaBlicksteinShchory,PriceDiscrimination “JustforYou”-AProposaltoIncreaseEnforcementofVertical
RestraintsThatAreDesignedtoSustainPersonalizedPricing,17JournalofBusinessandTechnologyLaw53,6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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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的限缩性规定应与时俱进”,需要 “适当拓宽行为主体外延,引入 ‘相对优势地位’”〔11〕。

反垄断法规制传统的价格歧视之所以以市场支配地位为前提,是因为在企业市场力量有限即面临

较大的竞争约束时,消费者有足够的替代性选择,一旦发现被歧视就可以转向其他商家,价格歧

视也就难以普遍地实施。竞争性市场中当然也会存在价格歧视,但基本是零星和偶然的,其造成

的竞争损害和消费者福利损失,难以达到需要反垄断法介入的程度。即便就消费者福利而言,经

济学上也有一个基本认识:个性化定价对消费者福利造成的伤害程度,取决于市场上替代产品之

间的现有竞争水平。〔12〕因为每个消费者对产品的最大支付意愿,总是取决于消费者对替代产品

的价值评估。虽然算法个性化定价可能保证商家将价格提高到无限接近于消费者最大支付意愿的

程度,但市场上的竞争水平———竞争性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以及竞争性商家收取的价格———决

定了消费者对当前产品最大支付意愿的高低。一个很容易理解的场景就是,消费者如果有较大的

选择范围,则对商家的报价就不太信任,认为产品不值这么多。相反,对垄断者的产品,因没有

足够的替代性选择,消费者的最大支付意愿会更高。这就意味着在垄断场景下,商家一旦实施个

性化定价,就会压榨更多的消费者剩余,消费者福利损失也就更大。例如,当某消费者更喜欢A
品牌商品而非B品牌时,对A品牌商品的最大支付意愿就会高于B品牌 (如分别为10元和9
元),但当A品牌商品的价格提高到10元之上 (如10.5元),该消费者很可能会转向B品牌;相

比之下,如果市场上没有B品牌,则该消费者愿意为A品牌商品支付的最高价格会更高,很可

能只有A品牌商品价格提高到12元时才会放弃消费该商品。消费者最大支付意愿与市场竞争程

度之间的关系意味着,通过促使相关市场的竞争更加充分,可以减少算法个性化定价对消费者的

伤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上,算法个性化定价不会对消费者造成伤害,仅仅

是伤害更小而已,如前所述,算法个性化定价总是对消费者有害,无论市场竞争水平如何。不过

这时,消费者损害的救济,未必需要依据反垄断法,当其他法 (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能够解

决问题时,就不必强调反垄断法的介入。就算法个性化定价的规制而言,有无市场支配地位的要

求,一定程度上正是反垄断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界限。例如,在前述的滴滴案中,最高人民

法院虽然认为李某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滴滴方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且其主张的差别待

遇不具有实质性差异,因而没有依据反垄断法判定滴滴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但法院同时指出,

李某某 “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撑其根据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有

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证成被诉垄断行为,但不排除其可以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或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其他法律规定,另寻其他救济途径主张权利”〔13〕。

第五,解决违法或不合理的算法个性化定价,需要持续监控企业的算法运用,反垄断法不是行

业监管法,很难实现这样的重任。即便依据反垄断法认定算法个性化定价构成垄断行为,想要彻底

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行业主管部门的配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算法治理法,需要

为解决算法个性化定价带来的问题共同努力,反垄断法无法也不应该独立解决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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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丁国峰、江竞轩:《算法价格歧视反垄断规制的逻辑与进路》,载 《沈阳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第556页。

SeeRamsiA.Woodcock,PersonalizedPricingasMonopolization,51ConnecticutLawReview311,323(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2024)最高法知民终452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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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反垄断法不宜对算法个性化定价采取类似 “本身违法”的一揽子禁止态度,反垄

断执法机构可以考虑仅在例外情况下予以干预,即当算法个性化定价产生的有害影响明显大于积

极效果时,才采取行动以最小化这种损害。而且,反垄断法更需要发挥 “兜底”与 “补充”的作

用,而非一开始就积极介入。

三、构成垄断行为的算法个性化定价

在符合特定条件时,算法个性化定价仍有可能违反反垄断法。除市场支配地位的基本要求

外,还要基于损害特性来确认算法个性化定价的行为性质。我国大多学者倾向于在价格歧视的框

架下分析算法个性化定价,这是因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 《反垄断法》)将

差别待遇界定为 “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

遇”。从法条表述看,这里的 “交易相对人”,既可能是参与市场竞争的商家,也可能是不再参与

市场竞争的终端消费者。所以从形式上看,算法个性化定价有可能符合价格歧视的构成要件。不

过从理论上看,反垄断法中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除超高定价这种剥削性滥用来说,其他行

为通常都不直接适用于企业与终端消费者的关系,除非这种关系能够影响行为人的竞争对手,如

面向消费者实施的限定交易也可能对竞争对手造成封锁效果。基于此,算法个性化定价在以下两

种情况下有可能被认定为反垄断法上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一是构成对交易相对人 (特别是

终端消费者)的直接剥削,二是构成对竞争对手的间接排他。

(一)构成剥削性滥用的算法个性化定价

如果有证据表明,不同消费者因与成本无关的原因被收取了不同的价格,即有些消费者支付

了更高价格而又无法转移,则算法个性化定价可能被视为剥削性滥用。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这

种剥削性滥用,究竟是反垄断法上的价格歧视还是超高定价。

1.剥削性的价格歧视

针对消费者的个性化定价是否构成反垄断法上价格歧视的争议,主要源于欧盟竞争法的特别

规定。欧盟竞争法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分为剥削性滥用和排他性滥用:剥削性滥用处理的是

垄断者与消费者间的关系,这类行为使消费者直接受损;排他性滥用处理的是垄断者与经营者

(主要是竞争者)间的关系,这类行为使参与市场竞争的经营者直接受损,而消费者的损害可能

是间接和最终意义上的。 《欧盟运行条约》第102条规定的各类行为,只有第一项即超高定价

(或称不公平交易条件)是剥削性滥用,可直接适用于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剩下的行为

(包括价格歧视)都是排他性滥用。《欧盟运行条约》第102条关于价格歧视的表述是,对同等交

易下的其他交易方适用不同的条件,从而使其处于竞争劣势 (acompetitivedisadvantage)。“竞

争劣势”的表述意味着,价格歧视违法的前提是必须具有竞争损害,这种损害体现为,被歧视的

交易相对人因参与市场竞争而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交易相对人是终端消费者,因不再参与市场竞

争,也就不存在所谓的 “竞争劣势”。

基于上述规定,在欧盟竞争法实践中,对消费者收取不同价格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违反了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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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运行条约》第102条中的价格歧视规定,一直存在着争论,〔14〕争论的实质是第102条是否涵盖

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剥削性价格歧视。虽然从法律规定看,《欧盟运行条约》第102条因强调 “竞争劣

势”而难以涵盖 “消费者歧视”,但实践中,欧盟委员会也处理了 “消费者歧视”的滥用案件,尽

管总体上很少。〔15〕例如,在法国足球协会案中,欧盟委员会因法国足球协会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

比赛门票销售中歧视外国消费者而制裁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16〕在德国邮政案中,欧盟委

员会因德国邮政给予源自德国的邮件优先于外国邮件的处理而对其施加了制裁。〔17〕然而,在这

两个案件的决定中,欧盟委员会并未就价格歧视的对象是否包含终端消费者发表过明确意见。

相比欧盟,我国 《反垄断法》规定差别待遇时并未过于强调排他属性,“交易相对人”作为

被歧视的对象,从文义上看既可以是经营者,也可以是终端消费者,所以直接剥削消费者的价格

歧视,完全可以被认定为差别待遇。不过,也有学者指出,我国 《反垄断法》规定纵向垄断协议

时也使用了 “交易相对人”的概念,而纵向垄断协议通常是经营者之间的协议,因此,差别待遇

中的 “交易相对人”也应做一致的解释,即排除终端消费者。〔18〕此外,源于我国 《反垄断法》

主要借鉴自欧盟以及欧盟竞争法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二分法,我国也有学者认为,作为算法个性

化定价典型表现的大数据 “杀熟”,不应被认定为价格歧视,因为 “价格歧视须对竞争产生损害”,
“而杀熟行为的受损害人往往是终端消费者,他们购买产品用于个人消费,并不参与竞争,因此杀

熟行为对竞争往往并无直接影响,如果将其定性为价格歧视,则反垄断法反而无法进行调整”〔19〕。

这种看法明显受到了欧盟竞争法的影响,认为价格歧视必须是先损害竞争再损害消费者。

2.剥削性的超高定价

如果不认可对消费者的剥削也构成价格歧视,则这类算法个性化定价可以认定为超高定价,

即商家对支付意愿高的消费者收取高价时,该价格与成本相比可能严重不合比例,因而符合超高

定价的要件。认定为超高定价有两个明显的好处:一是回避了价格歧视的适用难题,减少法律适

用障碍;二是避免对算法个性化定价的一揽子禁止,从而让支付意愿低的消费者仍然可以享受到

好处。算法个性化定价是对不同消费者收取不同价格,有的价格高,有的价格适中,有的价格

低,反垄断法只认定其中高价部分构成超高定价并作出否定性评价。这相当于在维持大部分交易

价格的基础上,仅防止商家对支付意愿高的消费者过度剥削。

当然,将算法个性化定价认定为超高定价也并非没有难题和争议。第一个难题是如何确定价

格过高 (即我国 《反垄断法》中的 “不公平”)。这是超高定价认定的历史性难题,但在算法个

性化定价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商家的定价是高度分散的,很可能就同一产品向不同消费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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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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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IngeGraef,AlgorithmsandFairness:WhatRoleforCompetitionLawinTargetingPriceDiscriminationtowards
EndsConsumers?24ColumbiaJournalofEuropeanLaw541,546(2018).

由于高举证负担和可能与行业监管法重叠,欧盟委员会很少调查剥削性滥用行为,而一直将排他性滥用作为执法重

点。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指南,也仅规定了排他性滥用行为。
SeeCaseIV/36.888 1998FootballWorldCup,OJ[2000]L5/55.
SeeEuropeanCommission,TheCommissionActsagainsttheDiscriminationofMailPreparationServiceProvidersin

Germany,IP/04/1254,Brussels,20October2004.也可参见案件号:CaseAT.38745-BdKEP/DeutschePostAG+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参见雷希:《论算法个性化定价的解构与规制———祛魅大数据杀熟》,载 《财经法学》2022年第2期。
参见许光耀:《大数据杀熟行为的反垄断法调整方法》,载 《政治与法律》2024年第4期,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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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几十甚至数百个价格,不同价格之间的差异通常又不是很明显,〔20〕这时很难选择一个临界

值,认定超过临界值的价格就是 “过高”的,而之下的价格就是合理的。此外,产品价格是否合

理的判断还受到产品类型的影响。如果是标准化产品如有形的实物商品,成本和价格还相对好判

断,可如果产品是服务 (如网约车、餐饮),则产品本身很可能是高度 “个性化”的 (如不同车

型的运营成本和带来的服务体验均有差异),甚至融入了消费者的特别请求 (如餐饮服务基于消

费者的个人偏好而增减餐量、调配内容),成本和价格的比较就非常困难。

一个基本原则是,着眼于反垄断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目标差异,在确定实际成本与收取

价格之间的差额是否过高时,应当针对所有价格整体考虑,而不是针对每个单独价格,因为决定

反垄断法是否干预的基本标准是整体消费者福利,而非每个消费者的福利。所谓整体考虑,并非

取不同价格的平均值,而是分析在没有算法个性化定价的情况下,商家通常会收取一个怎样的统

一价格,然后考虑到个性化定价下商家低于该统一价面向支付意愿低的消费者销售时的利润损

失,在允许商家合理收回该利润损失的前提下,大致确定一个价格的临界值,高于该临界值的,

才可以认定为超高定价。

第二个难题是,由于反垄断法介入剥削性滥用的高错误风险,各国反垄断法对剥削性滥用的

态度既不明朗也不统一,即便如欧盟、澳大利亚、韩国和我国,允许认定剥削性滥用违法,反垄

断法干预的门槛也非常高,反垄断执法机构总体上都较为慎重。美国反垄断法中就没有超高定价

的规定,欧盟竞争法虽然有明确规定,但一直不是执法重点。从理论上看,运用反垄断法来规制

剥削性滥用之所以被质疑,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反垄断法以及更广泛的经济学中,有一个长期存

在且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认知,即将价格视为市场竞争水平的副产品,而不是原因。〔21〕根据这种

观点,竞争限制价格,而不是相反,因此单纯的价格过高,如个性化定价,基本难以损害竞争

(可能存在偶尔的例外)。如果定价行为损害了消费者,只能是因为竞争未能将价格降低,如果希

望通过反垄断法解决这个问题,应该针对任何削弱竞争的反竞争行为,而不是定价行为本身。这

种观点形象地说就是,反垄断法应该治疗引起价格问题的病因,而不是针对价格这样的症状。

上述观点也可解释为,任何不合理高价的背后,一定有可以被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反竞争行

为,如共谋或者各种排他性滥用,否则高价不可能获得或维持。〔22〕这种看法在特定情况下有合

理性,但又过于绝对了,因为具有支配性的市场力量本身就能带来并维持高价,否则就不能被称

为市场支配地位。市场支配地位的经典含义就是,一家企业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以超过竞争水平的

高价盈利。〔23〕而且,市场支配地位只是反映了市场竞争不充分的结果,这个结果的出现,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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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如果价格差异特别大,极易引起消费者的怀疑,被消费者发现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
SeeRamsiA.Woodcock,PersonalizedPricingasMonopolization,51ConnecticutLawReview311,332 333

(2019).
在这种观点下,要想谴责个性化定价违反反垄断法,就要证明企业在高价之外,还实施了不当维持高价的其他不合

理行为。其中,一个可能的路径是拒绝交易。按照价格歧视的逻辑,企业要想维持高价就必须阻止套利。在个性化定价下,阻

止套利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对低价消费者实施数量限制,即让这些消费者获取的数量只够自己使用,他们要想购买更多产品时,
商家应予以拒绝。当然实践中,商家不大可能如此直接,更常见的方式是,低价消费者的购买数量如果达到一定标准,再购买

的话,价格会非常高。随着购买量的增加,价格越来越高。对同一消费者来说,这也是一种非线性定价。只不过与常见的二级

价格歧视相比,价格增减的方向刚好相反,即消费者购买得越多,价格反而越贵。
参见焦海涛:《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性质定位与规范修正》,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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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企业一定实施了反竞争行为。企业即使没有从事反竞争行为,也可能仅仅因为纯粹的偶

然———如政府的政策、竞争对手的失策,而拥有垄断地位。这时,获得支配地位的企业也可以凭

借其市场力量将价格提高到竞争性水平之上。

(二)构成排他性滥用的算法个性化定价

算法个性化定价不仅具有剥削效果,还可能产生排他效应。从理论上看,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的企业通过算法个性化定价,可以更精准地掌握消费者需求和支付意愿,从而优化产品和服务,

不断增加自身对消费者的吸引力,进一步巩固其市场地位,并可能由此形成进入壁垒。例如,大

型电商平台利用其庞大的用户数据和先进的算法,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产品推荐和价

格,使得所有消费者都可能在平台上购买到自己喜欢且可接受的商品,消费者由此更倾向于在该

平台上消费,其他小型电商平台则因缺乏数据和算法优势而难以与之竞争。

从行为表现看,当算法个性化定价被用于排挤市场上的竞争者时,有可能被认定为排他性滥

用。这主要发生在两种场合之下,分别指向对当前市场竞争和下游市场竞争的排斥。

1.对当前市场竞争的排斥

即便像欧盟那样,过于强调价格歧视的竞争损害而非剥削效果,针对消费者实施的价格歧视

也可能满足竞争损害的要件,进而违反反垄断法。在反垄断法理论上,尤其是美国 《罗宾逊—帕

特曼法》中,价格歧视的 “一线损害”(primarylineinjury)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谓 “一线损

害”,就是对行为人竞争对手的排斥效果,在美国这是价格歧视的最主要损害。具体来说,经营

者可能通过算法个性化定价,对竞争对手的客户或潜在客户实施更具吸引力的价格策略,从而抢

夺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防止其扩张,甚至将其排挤出市场。这种损害直接发生在行为人所在

的相关市场之上,是对当前市场竞争的排斥。

这种个性化定价的实施,依赖于两种价格方式:一是对自己的客户实行正常价格;二是对竞

争对手的客户实行较低价格,甚至是掠夺性价格。这里的客户,很大程度上就是终端消费者。由

于不同客户被收取了不同价格,这构成了价格歧视,且被歧视的对象,是行为人自己的老客户,

这看起来也像是大数据 “杀熟”。与普通个性化定价相比,这种行为也依赖于算法和数据,只不

过商家分析的不是自己客户的购买记录等数据,而是竞争对手的客户数据以及还在犹豫与谁交易

的潜在客户数据。

价格歧视的一线损害原理与掠夺性定价的损害原理非常类似。行为人对竞争对手的客户或潜

在客户收取低价,就是不惜以牺牲原本可获得的利润甚至是亏本的方式,来造成竞争对手更大的

损害。如果竞争对手没有能力将价格降到和行为人一样甚至更低的水平,就有可能被排挤出市

场。由于实施算法个性化定价的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竞争对手几乎难以与之抗衡。一旦竞

争对手被排斥、行为人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巩固,行为人则又可能对原本低价吸引来的客户提高价

格。这意味着,具有一线损害的算法个性化定价,可能与掠夺性定价发生重合,符合条件时也可

以按照掠夺性定价来认定。当然,掠夺性定价的要求比较高,价格必须达到低于成本的程度,〔24〕

而在算法个性化定价下,对竞争对手客户实行的低价未必会低于行为人的成本,通常只要比竞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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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这里的成本,主要指行为人的成本,如我国 《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所说的 “平均可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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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价格低,如接近或低于竞争对手的成本,〔25〕也就具有了排斥效果。这时只能认定为价格歧视。

2.对下游市场竞争的排斥

价格歧视的 “二线损害”(secondarylineinjury),说的就是对下游市场竞争的排斥效果。要

造成这种竞争损害,价格歧视的对象必须是参与市场竞争的经营者,而非终端消费者。这种损

害,也就是 《欧盟运行条约》第102条所说的 “竞争劣势”。因为算法个性化定价大多是针对消

费者实施的,所以不会产生这种损害。但从理论上看,算法个性化定价与我国现在讨论较多的大

数据 “杀熟”并非完全等同,因为大数据 “杀熟”基本是针对消费者的,而个性化定价未必完全

如此,也可能针对商家。如果这样,则其也可能产生排他效果,由此不论在欧盟竞争法还是我国

反垄断法下,将其认定为价格歧视均没有障碍。

具体来说,发生在B2B间的算法个性化定价,在两种情形下可能会在下游市场产生排斥效果,

因而符合价格歧视作为排他性滥用的属性:一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仅在上游市场从事经营

活动,但对同等交易条件下的类似客户收取不同价格,从而使这些客户在下游市场处于不同的竞争

地位;二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发生了纵向整合,同时在下游市场与客户开展竞争时,对客

户收取更高价格,从而使自己 (或子公司)在下游市场获得竞争优势,这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优待。

价格歧视的二线损害,实践中很少出现第一种情形,主要表现是对行为人旗下公司的优待。尽

管 《欧盟运行条约》第102条的规定涵盖了上述两种情形,但法院很少追究第一种情形下价格歧视

的法律责任。例如,在欧盟的MEO案中,法院的法律顾问认为,虽然纵向整合的公司有动机歧视

其客户———因为他们也是下游市场中的竞争对手,但非纵向整合的公司没有任何动机歧视其部分客

户,因为这种策略会给其声誉带来负面影响,又不会为其市场份额带来任何好处,因此,纯粹的二

线损害价格歧视是 “极其罕见”的 (extremelyrare)。〔26〕与法律顾问的意见一致,欧洲法院在判

决中也承认,具有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原则上没有兴趣将其贸易伙伴排除在下游市场之外。〔27〕

四、监管机制与反垄断法救济的配合

反垄断法识别到算法个性化定价的竞争损害后,可以通过罚款和禁令的方式来制裁行为人。〔28〕

不过要想从源头并全面解决算法个性化定价带来的问题,需要其他法与反垄断法的配合,特别是

一些行业监管机制。〔29〕反垄断法可以对行为人施加竞争性的救济措施,也可由经营者主动提出

承诺与整改,行业监管则主要体现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与算法使用行为的规范。〔30〕算法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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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30〕

低于竞争对手的成本,一般也不会低于行为人的成本,因为行为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可能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或其

他优势,成本通常更低。
SeeCaseC-525/16,OpinionofAdvocateGeneralWahldeliveredon20December2017,pp.79 80.
SeeCaseC-525/16,MEOv.AutoridadedaConcorrência,ECLI:EU:C:2018:270,p.35.
“禁令”在我国 《反垄断法》中体现为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参见李倩、〔荷兰〕尼尔斯·J.菲利普森:《人工智能驱动下算法价格歧视的反垄断规制:一个法经济学分析》,载

《财经法学》2023年第4期。
也有学者提出了价格监管 (priceregulation)的策略,如价格监管机构要求商家设定个性化价格时必须保留部分消费

者剩余,或者直接禁止商家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来设定价格。SeeRamsiA.Woodcock,BigData,PriceDiscrimination,and
Antitrust,68HastingsLawJournal1371,1406 140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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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定价的法律治理,由此形成了主客二元路径:主观路径指从主体 (消费者)角度提供保护方

式,客观路径指从垄断行为和算法治理角度提供解决方案。

(一)主体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的适用

在防止剥削形式的算法个性化定价以及附属于个性化定价上的误导性行为方面,消费者保护

法有时是更合适的工具,特别是行为人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

第一,算法个性化定价对消费者福利的损害,是最直接和最显性的。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

则可以介入的前提。算法个性化定价可能有利于部分消费者,但损害了那些支付了较高价格的消

费者权益,特别是公平交易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规定的公平交易权,核心内容是 “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

其中的 “价格合理”,可以作为评判算法个性化定价合法与否的基础。立法虽然没有给出 “合理”

的具体标准,但从理论上看,既包括价格相比成本的合理性,也包括与其他消费者支付价格相比

的合理性。

第二,算法个性化定价不是孤立存在的,一般都辅以对消费者的引导、劝诱甚至误导,这些

误导性行为也可能涉嫌侵害消费者权益,甚至构成其他法上的违法行为。由于消费者对个性化定

价具有强烈的情感抵制,商家可能倾向于以更隐秘、更微妙因而消费者也可能更容易接受的方式

来实施个性化定价。例如,企业可以向所有消费者提供相同的价格,但提供个性化折扣,由于折

扣不太容易比较,消费者有可能不会产生负面反应,但消费者最终支付了不同的、个性化的净价

格,这种定价策略等同于个性化定价。再如,企业可以进行搜索歧视和引导,即根据收集到的信

息向不同消费者展示不同的产品,特别是向有些用户只展示更高端产品,以引导其支付更高的价

格。〔31〕实践中,这些劝诱或误导性行为还可以有更多的表现形式,如声称个性化价格是最优惠

价格,却向其他消费者提供更好价格,或者虚假声称个性化报价仅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有效,以

诱导消费者尽快作出购买决策等。〔32〕这些误导性行为可能源自商家提供了片面、不准确或歧义

性的信息,也可能利用了消费者的 “认知偏差”来对消费者作出行为上的歧视,〔33〕甚至直接构

成一种欺骗或欺诈。〔34〕上述行为可能损害消费者的多项权益,特别是知情权。我国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就是在知情权的基础上规定算法个性化定价的,其要求经营者不得 “在消费

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同

时,这些行为也涉嫌构成不正当竞争,如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等。

此外,个人信息保护也是解决算法个性化定价的方式,这也可看作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方式。

商家收集的消费者信息越多,定价就越可能是个性化的,因此,限制商家过度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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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这种情况的典型表现是,使用不同品牌手机的消费者,在同一网站搜索同样的内容,显示的结果有差异,如iPhone
用户可能被诱导购买更贵的产品。

商家引导消费者的行为多种多样,搜索歧视、“诱饵”产品、水滴定价、复杂的选项等,都是数字市场中比较常见的

方式。相关论述可参见 〔英〕阿里尔·扎拉奇、〔美〕莫里斯·E.斯图克:《算法的陷阱:超级平台、算法垄断与场景欺骗》,
余潇译,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140 149页。

参见焦海涛:《数字市场中的行为歧视及其法律规制》,载 《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21年第3期。
SeeGergelyG.Karacsony,AutomatedPersonalisedPricingPracticesOnline,16OpoleStudiesinAdministrationand

Law75,8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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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能够从源头防止个性化定价带来的剥削效应。我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

子商务法》(以下简称 《电子商务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均有相关内容。

(二)算法监管:算法透明化与消费者退出权

虽然没有充分的理由将所有的算法个性化定价视为反竞争行为而禁止,但可以借助与算法相

关的行业监管工具来确保商家合理使用定价式算法,特别是确保算法个性化定价是透明和得到消

费者同意的,且易于退出,从而降低消费者受损的风险。

1.算法透明化

个性化定价非常容易引发关于定价公平性和市场信任的担忧。即便算法个性化定价带来的总体

经济效果是积极的,甚至就特定消费者来说,其个性化价格较低,消费者也倾向于认为算法个性化

定价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因为消费者总是担心自己被骗,很难信任商家的解释。消费者还会担心

与算法个性定价相关的个人信息的不当收集或使用,以及商家行为因缺乏透明度而不可预测。

为解决这个问题,可能的监管机制是引入定价式算法的透明度要求。如果商家的定价过程,

消费者充分知情甚至有所参与,则消费者对个性化定价的态度会更为积极。一项实证研究表明,

消费者更可能接受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定价机制的价格歧视形式。〔35〕具体来说,监管

机构可以要求商家承诺向消费者披露是否正在实施算法个性化定价策略,以及执行该策略时考虑

的参数是什么。当然在反垄断执法中,经营者也可以主动作出上述承诺。

问题的关键是透明化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最基本的要求是让消费者知道价格是个性化的;更

高的透明度要求涉及价格个性化的具体方式,即商家可能被要求披露确定个性化价格的主要参数

(即基于哪些因素而确定了当前的个性化价格);此外,还有一个高透明度要求涉及价格比较,即

消费者也要知道商家提供给他人的价格,以便特定消费者有一个价格参照点,可以判断自己是否

被索要了不合理的高价甚至被大数据 “杀熟”了。〔36〕

2.消费者退出权

就特定消费者来说,防止被算法个性化定价侵害的最好方式是不让商家分析自己的支付意愿。

例如,消费者可以通过删除cookies和搜索及浏览历史记录、依赖代理服务器、不时做出一

些非常规行为 (如搜索一些不准备购买但非常便宜的商品并加入购物车)以及仅提供必要数据等

方式来 “隐藏”自己。这种策略被媒体称为 “反向驯化”大数据 “杀熟”,〔37〕尽管有一定作用,

但效果有限。首先,有学者指出,只有能够估计个人数据价值,并且更关心价格歧视风险的 “战

略性”用户 (strategiccustomers),才能在网上世界隐藏自己的身份,相比之下,“短视”消费

者 (myopicconsumers)在互联网上留下 “痕迹”时会更加不小心。〔38〕其次,依赖 “隐藏”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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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38〕

SeeMarcoBotta& KlausWiedemann,ToDiscriminateorNottoDiscriminate? PersonalisedPricinginOnline
MarketsasExploitativeAbuseofDominance,50EuropeanJournalofLawandEconomics381,388(2020).

SeeChristopherTownley,EricMorrison&KarenYeung,BigDataandPersonalisedPriceDiscriminationinEU
CompetitionLaw,availableat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2721843,lastvisitedonJul.2,2025.

参见南方都市报:《“反向驯化”对抗大数据 “杀熟”? 专家:算法透明方能治本》,载https://news.qq.com/rain/a/
20241217A078MT00,最后访问时间:2025年7月2日。

SeeAlessandroAcquisti&HalR.Varian,ConditioningPricesonPurchaseHistory,24MarketingScience367,367,
36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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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可能对消费者福利并不必然有益。〔39〕因为如前所述,有预算意识 (通常也是不太富裕)的

“精明消费者”,即使在垄断情况下也可能从算法个性化定价中受益,而消费者并不知道他们是如

何被平台分类的,通过依赖 “隐藏”技术,消费者将受到统一价格的约束,因此他们有可能失去

“被歧视”的好处。此外,“隐藏”技术也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其他成本,如更难找到自己想要的产

品。这就产生了一个选择的悖论。

从监管角度看,最好的措施是让商家确保消费者的退出权,即让消费者自己选择。这项措施

让消费者基于自身状况作出不同的选择,并自担风险:一些 “技术盲”或不太在意价格的消费者

可能会选择统一价格,以获取稳定性的保障;对网络与算法非常了解的 “战略性”用户可能会

“冒险”被歧视,或许他们也能从 “隐藏”技术或 “反向驯化”中获得比统一价格更便宜的个性

化价格。退出权在性质上比透明化义务更具监管性,更适合由行业监管机构来施加。《电子商务

法》第18条的规定,〔40〕有这方面的影子。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2022年联合发布的 《互联网信

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则向前走了一大步,其第17条规定 “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向用户

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用户提供便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算法推荐服务

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提供选择或者删除用于算法推荐服务的针对其个人特征的用户标签的功能”。

五、结 论

算法个性化定价从形式上看可能符合反垄断法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但反垄断法的适

用高度依赖经济分析,通常只有相关行为直接或间接损害社会总福利 (或者消费者福利)时才能

被认定为垄断行为。而算法个性化定价的整体经济效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特别是算法个性化定

价在确保商家能够侵占更多消费者剩余的同时,也能够让一些预算有限的消费者以更低的可承受

价格购买到产品,由此也可能带来市场扩张效应,并可能在特定情况下促进动态效率。鉴于如此

复杂的经济效果,反垄断法不宜事先一揽子禁止算法个性化定价。反垄断法能够处理的算法个性

化定价本身也非常有限,且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算法的日趋复杂使得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处

理算法个性化定价时面临很大的挑战,如面临极高的证明负担、无法持续监控算法的运行。因

此,反垄断执法更多发挥市场机制与行业监管的 “兜底”与 “补充”作用。

特定情况下,算法个性化定价可能构成垄断行为。一方面,当商家对支付意愿高的消费者收

取过高价格而消费者又无法转移时,算法个性化定价可能被认定为剥削性滥用行为。我国 《反垄

断法》中规定的两种行为均可用于分析算法个性化定价的剥削属性:一是价格歧视,二是超高定

价。相比而言,大多国家反垄断法规定的价格歧视并不适用于商家与消费者间的关系,而只能是

一种发生在B2B间的排他性滥用行为。以超高定价来认定算法个性化定价,面临更小的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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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SeePaulBelleflamme,MonopolyPriceDiscriminationandPrivacy:TheHiddenCostofHiding,pp.6 8,available
at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5594253_Monopoly_price_discrimination_and_privacy_The_hidden_cost_of_
hiding,lastvisitedonJul.2,2025.

《电子商务法》第18条第1款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根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等特征向其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的搜索结果的,应当同时向该消费者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尊重和平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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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也更加符合算法个性化定价的本身属性,即旨在索取高价而非歧视。另一方面,算法个性

化定价也可能在上下游市场产生排斥竞争的效果,进而构成排他性滥用行为。当行为人对自己的

客户实行正常价而对竞争对手的客户或潜在客户实行低价时,算法个性化定价排斥行为人的竞争

对手,并可能与掠夺性定价竞合。当行为人在上下游市场均有业务而对下游业务的竞争对手收取

高价时,算法个性化定价排斥下游市场的竞争。总的来说,算法个性化定价的表现和目的不一,
需要基于其剥削或排他效果来定性。

算法个性化定价引发的问题也具有多重属性,反垄断法只能解决其中一小部分问题。反垄断

法可以提供垄断行为的规制方式,而主体权益保护更多依赖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的适用,特别是

其中的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同时,算法个性化定价的源头在算法,算法监管也需要与反垄断执

法协同发挥作用,在这方面,尤其要确保算法个性化定价的透明度和消费者的退出权,以消费者

自主行为来降低消费者可能遭受的风险。

Abstract:Asaspecialpricingmethodinthedigitalmarket,algorithmicpersonalizedpricing
(APP)isoftenreferredtoas“bigdata-enabledpricediscriminationagainstexistingcustomers”

andhasbeenquestioned,withsomebelievingitconstitutespricediscriminationunderantitrust
laws.Infact,theeconomicbenefitsofAPPareveryambiguous:businessesimplementingAPP
maygainmoreconsumersurplus,therebyincreasingprofits,butconsumerswithlowwillingness
topaycanalsopurchasethedesiredproductsatpricestheycanafford.Therefore,APPhas

generateddistributioneffectsbetweenbusinessesandconsumers,aswellaswithinconsumers,

andmayalsocontributetooutputexpansion.Theanti-monopolylawwiththeultimategoalof
overallsocialwelfare(orconsumerwelfare)shouldnotcompletelyprohibitAPP,butshould
adoptacase-by-caseanalysismethodbasedonmarketstructureandoveralleconomiceffects.APP
mayconstitutemonopolisticbehaviorintwosituations:firstly,ifmerchantssignificantlyexploit
consumerswithhighwillingnesstopay,APPcanbeidentifiedaspricediscriminationorexcessive

pricing;secondly,ifcompetitioninupstreamordownstream marketsisclearlyexcludedor
restricted,algorithmicpersonalizedpricingcanbeidentifiedasexclusiveabusebehavior.Theanti-
monopolylawcanonlysolvesomeoftheproblemscausedbyAPP.Tofullyprotectconsumer
interests,theapplicationofconsumerrightsprotectionrulesisalsoneeded,especiallytoprotect
consumers􀆳rightstofairtradeandtobeinformed.Atthesametime,itisnecessarytostrengthen
thesupervisionofmerchants􀆳useofalgorithmstoensurethatAPPistransparentandthat
consumershavetherighttooptout.
Key Words:algorithmicpersonalizedpricing,bigdata-enabledpricediscriminationagainst
existingcustomers,pricediscrimination,excessivepricing,governanceofalgori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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